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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破产中的承认与救济制度
———基于 “韩进破产案”的观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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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协同创新中心重大项目 “中资企业海外并购与国内产业升级”（２０１５０１ＹＹ００１Ａ）

① 成立于中国上海的韩进海运 （中国）有限公司是韩进海运全球四大地区总部之一。在韩进海运 （中国）有限公司旗下，设有十

个分公司，分别位于重庆、大连、香港、南京、宁波、青岛、上海、深圳、天津和厦门。此外，韩进海运在中国境内还设有九个办事

处，分别位于连云港、北京、广州、苏州、武汉、烟台、张家港、郑州和中山。

② 详情 参 见 韩 进 海 运 有 限 公 司 官 网 申 报 债 权 统 计，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ａｎｊｉｎ．ｃｏｍ／ｈａｎｊｉｎ／ＣＵＰ ＿ＨＯＭ ＿１７６４．ｄｏ？ｂｒｄＳｅｑ＝

１２１６＆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１＆ｐａｇｅＣｎｔ＝１３＆ｓｅｓｓＬｏｃａｌｅ＝ｅｎ＆ｃｔｇＩｄ＝ＣＥＮ ＿１００００３＆ｐｒｎｔＭｎｕＩｄ＝ＣＥＮ ＿１００００３＆ｍｎｕＩｄ＝ＣＥＮ ＿

２０００１５＆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ａｇｅ＝１＆ｐ＿ｓｒｃｈＫｅｙ＝００，访问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３日。

［摘要］　韩进海运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在韩国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成为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航

运企业破产案。破产程序启动后，韩进海运的破产管理 人 短 期 内 向 多 个 国 家 提 出 破 产 保 护 申 请，对 相 关 国

家跨界破产立法的承认与救济制度进行 了 实 践 检 验。在 韩 进 破 产 案 中，各 国 对 于 韩 国 程 序 实 际 给 予 的 救 济

体现了它们对一项外国主要破产程序不同 的 协 助 程 度 及 各 异 的 法 理 依 据。而 各 国 在 韩 进 破 产 案 中 的 破 产 合

作，对于中国未来构建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提供 了 宝 贵 的 借 鉴。在 目 前 的 法 律 框 架 下，应 从 推 定 互 惠

或先行给惠的角度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５条中的 “互惠要求”。从长远看，中国则应参考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跨界破产示范法及欧盟破产程序规则等文件构建系统的跨界破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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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韩进 海 运 有 限 公 司 （以 下 简 称 “韩 进 海

运”）曾经是集装箱运力韩国国内最大、世界排

名第七的航运公司。作为世界航运企业巨头，韩

进海运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完善的服务网络，其

中在中国境内设有全球四个地区总部之一以及十

余家分公司和办事处。① 受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和全

球经济发展迟缓、国际贸易量下降所致航运供需

失衡等 影 响，２０１５年 年 底，韩 进 海 运 债 务 已 高

达５９亿美元。２０１６年上半年，韩进海运累计亏

损４２亿美元。２０１６年８月３１日，韩进海运正式

向韩国首尔中央区法院提出破产保护申请。该法

院于９月１日宣布对韩进海运予以破产保护，并

由法院指定第三方管理，韩进海运正式在韩国进

入破产重整程序。目前，该案债权申报程序已经

结束，全球有将近４　０００家 债权人申报债权，包

括３００余家来自中国的债权人。②

韩进破产案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航运企业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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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案，在短时间内对全球正常的航运与贸易秩序

产生了巨大冲击。① 韩进海运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后，旗下多艘船舶被陆续扣押于新加坡、澳大利

亚、美国、中国、比利时等国的港口或码头，另

有几十艘满载货物的韩进海运船舶由于担心进港

后被扣押或滞留而漂泊在公海上，引发大量的经

济损失和海事案件。为减轻债权人在全球各地自

行扣押船舶给债务人和其他债权人造成的巨额损

失、保障债务 人 的 资 产 完 整 性 以 及 运 营 持 续 性，
韩进海运的破产管理人向全球多个国家提出破产

保护申请②，请求各国法院承认和协助债务人正

在韩国首尔进行的破产重整程序，并发布禁止扣

押令，以阻止韩进海运船舶在其境内被扣押。目

前，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新加

坡、加拿大均批准了韩进海运管理人提交的破产

保护申请，承认韩进海运正在韩国境内进行的破

产重整程序，并对位于其本国境内的韩进资产予

以不同程度的救济与协助。③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韩进海运在中国有大量

业务和财产，但韩进海运的破产管理人并未向中

国法院提交破产保护申请。韩进海运 （中国）向

上海浦东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破产申请在法院正

式受理前被撤回。因此，中国法院对韩进海运的

破产重整程序并没有予以承认和协助的机会，而

韩进中国也未在中国开始一个当地程序，从而未

涉及在中韩有两个平行程序的情况下如何协调与

合作的问题。尽管如此，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

状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对中国的影响，跨界破产

对于中国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而言均属于迫切

需要直面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紧密跟踪并认真

考察韩进破产案中的跨界协助与救济措施，对于

完善中国的跨界破产立法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在引言之后，本文主体由三部分构成：第二

部分讨论承认韩进海运韩国程序的法理依据；第

三部分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实际给予韩进

海运韩国程序的救济措施及考量因素，着重分析

其所体现的救济程度的差别及原因；第四部分探

讨韩进破产管理人未向中国法院提起承认与救济

申请的原因以及中国跨界破产立法和司法实践的

现状及完善建议等。结语部分指出中国尽快完善

跨界破产相关立法的重要性。

二、承认韩进海运韩国程序的法理依据

在韩进破产案中，新加坡高等法院的判决详

细阐明了新加坡法院对外国破产程序予以承认的

法理依据。这对于现阶段中国跨界破产司法实践

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价值。这里结合新加坡高等

法院承认与协助韩进程序的判决，对其中所涉及

的主要承认依据予以分析。
（一）债务 人 与 启 动 重 整 程 序 的 法 院 或 重 整

地的联系程度

在决定是 否 承 认 一 项 外 国 破 产 程 序 的 过 程

中，许多国家 将 外 国 法 院 具 有 管 辖 权 作 为 承 认

的前 置 条 件［１］（Ｐ２６３），而 分 析 债 务 人 与 启 动 重 整

程序的法院 或 重 整 地 之 间 的 联 系 程 度，则 是 判

断外国法院对 一 项 破 产 程 序 是 否 具 有 管 辖 权 的

关键。
在本案中，审理韩进破产案的法院，即韩国

首尔中央区法院，位于韩国首尔市。韩进海运集

团的总部位于韩国首尔，首尔也是韩进海运的上

市地。同时，韩进海运的董事会成员均为韩国人，
且居住在韩国。在韩进海运破产管理人提交的请

求承认和救济的申请书中，明确韩国是韩进海运

集中发出集团运营指示和命令的国家。根据这些

事实，新加坡高等法院认定韩国是韩进海运普通

法意义上的 “主要利益中心”（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Ｍａｉｎ　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ｓ，以下简称ＣＯＭＩ），韩进海 运 与 韩 国 首 尔

中央区法院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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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航运业巨头，韩进海运有限公司旗下拥有各类船 只１４１艘，集 装 箱 船 舶９７艘，其 中６０艘 集 装 箱 船 舶 为 租 赁 船 舶，

剩余３７艘为韩进海运自有船舶，占全球市场份额的３％。由于韩进海运向韩国法院申请破产的时间正处于诸多国家圣诞节及新年前的

备货期，该破产案对于全球贸易中的货主以及经销商等的利润预期造成巨大影响。

韩国于２００６年正式采纳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下称ＵＮＣＩＴＲＡＬ）１９９７年通过的 《跨界破产示范法》 （下称 《示范法》），

并以此为基础颁布 《债务人重生与破产法案》（“Ｄｅｂｔｏｒ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　Ｌａｗ，ＤＲＢＬ”）。目前，全球有４１个国家 （４３个法

域）采纳了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示范法》，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ｃｉｔｒａｌ．ｏｒｇ／ｕｎｃｉｔｒａｌ／ｅｎ／ｕｎｃｉｔｒａｌ＿ｔｅｘｔｓ／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１９９７Ｍｏｄｅｌ＿ｓｔａｔｕｓ．ｈｔｍｌ。

在上述国家中，日本、美国、英国、澳 大 利 亚 是１９９７年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示 范 法》的 采 纳 国，德 国 和 新 加 坡 尚 未 正 式 采 纳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示范法》。



新加坡判决中提及的 “主要利益中心”是跨

界破产 承 认 框 架 中 的 最 重 要 概 念 之 一，联 合 国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示范法》、欧盟破产程序规则 （ＥＵ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Ｒｅｃａｓｔ
２０１５）①［３］（Ｐ１）等有 关 跨 界 破 产 的 文 件 中 均 采 用 了

这一概 念。② 作 为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示 范 法》的 采

纳国，本案中 的 日 本、美 国、英 国、澳 大 利 亚、
加拿大法院均认定债务人韩进海运 “主要利益中

心”位于韩国，据此认定首尔中央区法院进行的

破产重整程序为外国主要程序，从而予以救济和

协助。根 据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示 范 法》的 相 关 规 定，
“主要利益中心”是一国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核心

概念，在债务人 “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开始的

外国破产程序为 “外国主要程序”。相较于对 “外
国非主要程序”的救济而言，对于外国主要程序

的救济形式一般更为全面，救济程度更高。③ 虽

然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示范法》和 欧 盟 规 则 等 对 于 如

何认定债 务 人 的 “主 要 利 益 中 心”并 未 明 确 界

定，但是美国联邦破产法院经过十余年的司法实

践，总结归纳了认定债务人 “主要利益中心”时

独立或综合考虑的实体性因素，包括债务人总部

所在地、债务人实际管理者所在地、债务人主要

财产所在地、多数债权人所在地、适用法律所属

法域以及破 产 活 动 所 在 地 等。［４］该 美 国 实 践 也 逐

渐为世界多国法院所借鉴与参考。本案中新加坡

高等法院对于债务 人 韩 进 海 运 “主 要 利 益 中 心”
所在地的认定，与目前跨界破产实践基本一致。

（二）外国破产程序的基本特征

在本案中，新加坡高等法院明确，如果外国

破产程序对债权人整体引发不公平的结果或外国

破产程序并不利于债务人进行有序重整，新加坡

高等法院将拒绝承认该程序。外国破产程序的公

平性具体表现为债权人待遇和正当程序，这成为

新加坡高等法院关注的重点。

１．关于债权人的待遇

在本案中，新加坡高等法院确认，在韩国进

行的债务人破产重整程序总体上对外国债权人而

言是公正的。［５］韩 进 海 运 破 产 管 理 人 提 交 的 申 请

书中明确保证韩国程序将不论国籍，平等对待同

级别的债权人。有关韩国破产重整程序的通知送

达韩进海运的所有债权人，且新加坡债权人将会

收到英文通知。此外，申请书承诺，重整计划会

发给所有的债权人考虑，且全体债权人可参加债

权人会议，并 就 重 整 计 划 进 行 表 决。［６］尽 管 申 请

书中针对韩国 破 产 程 序 的 公 正 性 做 出 上 述 承 诺，
但新加坡高等法院仍重点关注本国债权人能否真

正参与在韩国举行的债权人会议，包括通过电子

技术支持等方式参与的可行性等。［７］

２．关于正当程序

在正当程序方面，新加坡高等法院关注重整

计划的制定过程，包括：韩国程序是否以债权人

和相关利益方的适当交流和债权人的实质性参与

为基础，韩国程序是否确保国内外债权人具有充

足时间及 资 料 考 虑 重 整 计 划 等。根 据 韩 国２０１４
年最新修 订 的 《债 务 人 重 生 与 破 产 法 案》的 规

定，韩国破产程序中的外国债权人将与韩国债权

人享有同等待遇和法律地位，且每一位债权人均

有权以其申报 债 权 为 基 础 参 与 债 务 人 重 整 程 序，
并进行表 决。［８］因 此，新 加 坡 高 等 法 院 认 为，依

据 《债务人重生与破产法案》启动的韩进海运韩

国破产重整程序具有正当程序的法律基础。
在跨界破产司法实践中，一国破产程序是否

符合正当程序要求是决定其能否被其他国家予以

承认和协助的关键环节。例如，在美国的司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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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欧盟立法机构正式通过并颁布了 《欧盟破产程序规则 （第１３４６／２０００号）》。该文件作为 欧 洲 跨 界 破 产 法 律 发 展 史

上的标志性成就，对欧盟跨界破产司法实践具有重 要 意 义。在 欧 盟 法 院 十 余 年 跨 界 破 产 司 法 实 践 的 基 础 之 上，欧 盟 立 法 机 构 于２０１５
年５月２０日通过了 《欧盟破产程序规则 （第２０１５／８４８号）》，为 旷 日 持 久 的 欧 洲 跨 界 破 产 法 改 革 画 上 了 圆 满 的 句 号。参 见 陈 夏 红：
《欧盟新跨界破产体系的守成与创新》，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６ （４）。

“主要利益中心”作为法律概念，最早出现在１９９０年欧洲理事会 《关于特定国际破产的欧洲公约》中，之后联合国 《跨界破

产示范法》、《欧盟破产程序规则 （第１３４６／２０００号）》以及 《欧盟破产程序规则 （第２０１５／８４８号）》均采纳该概念，并据此构建跨界

破产国际合作框架。Ｓｅｅ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Ｌａｗ　ｏ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６ （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２０１５／８４８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ｒｅｃａｓｔ），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

通过对债务人 “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的认定，一项外国程序可能 被 认 定 为 “外 国 主 要 程 序”或 “外 国 非 主 要 程 序”。根 据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示范法》的规定：如果一项外国程序被认定为 “外国主要程序”，该程序 将 获 得 包 括 自 动 中 止 在 内 的 一 系 列 救 济；如 果

一项外国程序被认定为 “外国非主要程序”，则仅可能获得自由裁量的救济。相较于前者，后者所可能获得的救济形式十分有限。Ｓｅｅ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Ｌａｗ　ｏ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０ａｎ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１．



践中，如果对外国破产程序的程序正当性存在质

疑，美国联邦破产法院则可能以承认该外国破产

程序明显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ｌｙ）违 背 美 国 的 公 共 政 策 为

由，拒绝承认 该 外 国 程 序。［９］美 国 纽 约 东 区 破 产

法院曾在２０１１年 审 理 的 一 起 跨 界 破 产 案 件 中，
认为待承认的以色列破产程序违背了美国破产法

中最 核 心 的 自 动 中 止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ｓｔａｙ）机 制，
且该外 国 破 产 程 序 不 具 有 集 体 清 偿 的 特 征，因

此，不属 于 《美 国 破 产 法》第１５章 意 义 上 的

“外国程序”，对其予以承认将明显违背美国破产

法的基本原则。［１０］此外，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

员会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第 五 工 作 组 起 草、目 前 正

在讨论中的 《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的判决 （草

案）》中，明确提及外国程序的正当性问题属于

公共政策例外条款适用时必须审查的因素。［１１］由

此可见，破产程序的正当性问题在跨界破产承认

与救济框架中有着重要地位，虽不直接涉及当事

人的实体法权利，但仍需非常关注。
（三）是否存在反对承认的强有力理由

新加坡高等法院在阐明是否存在反对承认韩

进海运韩国重整程序的强有力理由时，主要考虑

三方面因素，即海事管辖问题、外国程序的差异

以及韩国程序对本国债权人的影响。

１．关于海事管辖

在航运企业破产案件中，破产管辖权与海事

管辖权的冲突问题普遍存在。［１２］（Ｐ３２６－３２７）航运企业破

产与一般民商事破产案件有所不同，这类案件通

常涉及船舶优先权、船舶扣押等特殊的海事规则

及海事诉讼程序，要求审理法官具有极强的专业

知识和丰富的海事审判经验。［１３］（Ｐ３０－３１）因此，在海

事破产案件的管辖权问题上，一般根据各国有关

法院破产管辖权的规定以及审理海事破产案件的

司法实践，考虑海事诉讼的特殊性和专业性。①

本案法官认为新加坡成文法并不存在明显排

除高等法院通过行使固有权力审理海事案件的条

款，并据此对韩进海运破产管理人提交的破产保

护和救济申请行使了管辖权。

２．关于破产程序间的差异

在跨界破产司法实践中，各国破产程序的差

异可能会对破产程序的承认和协助产生影响，但

仅仅是规则表面的差异并不足以导致对外国破产

程序 的 拒 绝 承 认。例 如，美 国 联 邦 破 产 法 院 认

为，外国破产程序表面上的差异并不足以构成美

国法院拒绝承认该外国程序的基础，相较于规则

本身而言，法院更应深入探究外国破产程序中的

差异性规定是否导致诉讼主体及相关利益方处于

不公正的地位，进而可能影响外国破产程序的正

当性。［１４］在本案中，新加坡高等法院认为，不同

司法体系必然会导致公司重整领域法律规则的差

异，寻求规则的完全一致性并不符合跨界破产司

法合作的内在要求。差异性的规则本身并不必然

表明外国破产程序的不公平或无序性，同时，参

考各国存在差异性的破产和重整规则也有利于本

国破产或重整立法的改革和进步。

３．韩国程序对本国债权人的影响

外国程序对本国债权人的影响是各国进行破

产合作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在本案中，新加坡高

等法院认识到，如果承认韩进海运韩国破产重整

程序，即会对已经在新加坡扣押韩进海运船舶的

债权人造成不利影响，即一旦承认韩国程序，韩

进海运位于新加坡 境 内 的 船 舶 应 得 到 “禁 止 令”
（ｉ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的保护，并极 有 可 能 在 短 时 间 内 完

成卸货、燃料及食物补给，驶离新加坡港口。尽

管如此，本案中的新加坡法官认为，坚持破产的

普及主义效果，意味着不允许债权人寻求和实现

个别清偿，这与新加坡国内重整规则中禁止个别

清偿债权人的理念和规则一致，应在跨界案件中

予以认可和坚持。

美国法院通常认为，即便本国债权人在外国

程序中最终没有得到清偿，但只要外国破产规则

与美国破产规则不存在实质性冲突，且公平对待

所有 债 权 人，则 倾 向 于 采 取 合 作 态 度。［１５］近 年

来，澳大利亚法院在该问题上的司法实践则仍体

现了一定的地域主义。例如，由于不同国家对于

外国税务机关的债权人资格认定并不一致，且有

些国家并不承认外国国家机关的债权人地位，为

保护本国税收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澳大利亚法院

—７３—

① 国 际海事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下称ＣＭＩ）近年来在海事破产案件的管辖及审理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和

研究，并设立了海事跨界破产国际工作组，对各国破产法中涉及海事案件的相关规定进行问卷调查和协调。详情参见国际海事委员会

跨界破产国际工作组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ｍｉｔ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ｏｒｇ／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０，２７１２９，１１２９３２，００．ｈｔｍｌ。



在最近的司法实践中曾对外国破产救济申请做出

拒绝承认的判决。［１６］

上述新加坡高等法院对于 “是否存在反对承

认的强有力理由”的考虑，反映在跨界破产规则

中，即公 共 政 策 例 外 条 款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ｘｃｅｐ－
ｔｉｏｎ）。虽然构建 跨 界 破 产 法 律 框 架 的 目 的 是 为

了最大限度地促进国际合作，但考虑到各国差异

性的破产立法和国家利益，引入公共政策例外条

款，使其 作 为 一 国 承 认 与 执 行 外 国 破 产 程 序 的

“控制阀”，是平衡国际合作与国内利益的关键所

在。［１７］（Ｐ１１５）目前，各 国 对 于 公 共 政 策 例 外 条 款 的

适用均持谨慎态度，并倾向于对该条款进行狭义

解释［１８］（Ｐ１５９２－１５９７），对于 何 为 跨 界 破 产 程 序 承 认 与

协助中的公共政策并未有明确界定。因此，关注

公共政策例外方面有限的司法实践，对于理解该

条款的适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韩进海运韩国程序获得的救济措施分析

在韩进海运的破产管理人向若干国家的法院

提出承认和 协 助 申 请 后，迅 速 获 得 了 包 括 日 本、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德国、加拿大

等国法院的司法回应。通过考察韩进海运韩国程

序实际得到的救济措施，发现各国法院对韩国程

序给予的救济 形 式 以 及 救 济 程 度 存 在 明 显 差 异。
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关于救济范围的认定

寻求外国法院给予本国破产程序司法救济是

跨界破产国际合作的根本目的，一国法院给予救

济措施的范围 关 系 到 国 内 外 债 权 人 的 核 心 利 益。
这里所指的救济范围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即一

国给予救济措施的溯及力和救济措施所涉及的债

务人资产范围。

１．救济措施的溯及力

救济措施的溯及力，指一国法院给予的救济

措施能否包括之前债权人已经扣押的债务人资产。
在本案中，新加坡高等法院承认了韩进海运在韩

国进行的重整程序并给予救济措施，但同时明确

该救济措施的效力不及于此前已被新加坡债权人

扣押于新加坡港口的 “韩进罗马号”。［１９］加拿大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３日批准

韩进海运破产管理人提交的破产保护申请并给予

救济和协助，但在救济措施的溯及力问题上，加

拿大法院 所 持 立 场 与 新 加 坡 高 等 法 院 立 场 一 致。
美国法院在此问题上表现出与新加坡和加拿大法

院不同的立场，裁定本国给予的救济措施对于此

前被债权人扣押于本国境内的债务人资产具有溯

及力。根据 《美国破产法》第１５章中有关 “自动

中止”的规定，在美国破产法院正式承认某外国

破产程序之前被扣押的债务人资产，同样受 “自

动中止”机制的约束。据此，美国新泽西州联邦

破产法院于２０１６年９月９日承认在韩国进行的重

整程序为外国主要程序，并对债务人及其资产予

以 “自动中止”的救济，此救济溯及韩国程序被

承认前被美国债权人扣押的韩进海运资产。［２０］

在救济措施的溯及力问题上，新加坡法院和

加拿大法院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本国债权

人的权益，但这种做法客观上可能鼓励本国债权

人在外国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 （甚至之前）尽

快采取措施，对债务人位于其境内的资产进行扣

押，因此，仍允许动作迅速的债权人得到个别清

偿，未体现跨界破产国际合作的真正主旨。虽然

新加坡高等法院将对 “韩进罗马号”的例外安排

解释为是韩进海运破产管理人自动做出的让步与

妥协，但这种救济措施本身是不够全面的。

２．救济措施所涉及的债务人资产范围

救济措施所涉及的债务人资产范围关系到破

产财产的价值以及债权人整体的受偿额度，是考

察一国法 院 所 给 予 救 济 措 施 完 全 程 度 的 重 要 指

标。在韩进破产案中，虽然各国在承认韩国程序

的基础上，均给予韩进海运在其境内的资产以不

同程度的救济，但救济措施所包括的债务人资产

范围存在较大差异，特别体现在救济措施是否包

括韩进海运的租赁船舶等方面。
美国新泽西州联邦破产法院对韩进海运位于

美国境内的资产予以全面且彻底的保护，其救济

范围包括韩进海运的自有船舶、租赁船舶以及其

他运输设备，如集装箱和底盘等。澳大利亚联邦

破产法院于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３日发布命令，批准对

韩进海 运 位 于 澳 大 利 亚 境 内 的 船 舶 “韩 进 米 兰

号”实施保护措施，其救济措施涉及的债务人具

体资产 包 括 “韩 进 米 兰 号”船 舶、货 物、集 装

箱、船用燃料等。新加坡法院给予的救济措施同

样适用于韩进海运自有、运营以及租赁的船舶。

—８３—



德国法院则有不同做法。位于汉堡的一家法

院于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４日批准了韩进海运破产管理

人提交的破产保护和救济申请，但相关措施仅对

位于德国境内的韩进海运的自有船舶予以救济和

协助。该法院认为救济对象只能为债务人享有所

有权的 船 舶，韩 进 海 运 租 赁 的 船 舶 为 第 三 方 所

有，因此，不属于韩进海运的资产范围。
事实 上，韩 进 海 运 旗 下 拥 有 各 类 船 舶１４１

艘，包括９７艘 集 装 箱 船。在 韩 进 海 运 集 装 箱 船

舶中，仅有３７艘为韩进海运自有，其余６０艘均

是租赁船舶。因此，虽然德国法院承认了韩进海

运的韩国程序并给予救济，但实质上这种救济措

施的范围对于韩进这样拥有大量租赁船舶的公司

而言仍是很有限的。对于大型航运企业而言，其

运营资产中往往 包 括 大 量 的 租 赁 （如 光 船 租 赁、
融资租赁等）财产，因此，租赁资产对于在重整

程序中维 持 航 运 企 业 的 运 营 和 复 苏 具 有 关 键 意

义。在本案 中，韩 进 海 运 作 为 世 界 航 运 业 巨 头，
其主要资产即船舶，含相当份额的租赁船舶。维

持韩进旗下船舶的正常营运，有助于避免因大量

停运而引发的法律纠纷，并维持或增加债务人的

资产价值，从而促进韩进海运的重生。德国法院

的救济措施中不包括占比较高的租赁资产，因而

实际救济的效果较为有限。
（二）关于救济措施中担保债权的待遇

跨界破产中担保债权的待遇属于实体法层面

的问题，由于各国破产法对于担保债权待遇问题

的不同规定，各国法院给予跨界破产中担保债权

的待遇亦 存 在 较 大 分 歧。①［２１］（Ｐ２９１）在 韩 进 破 产 案

中，美国新泽西州联邦破产法院正式承认韩进程

序为外国主要程序后，启动自动中止机制对韩进

位于美国境内的资产予以救济。根据 《美国破产

法》第３６２条的规定，破产申请一经提出，即触

发自动中止机制，任何影响债务人破产财产的行

为 均 被 暂 时 中 止，其 中 包 括 担 保 债 权 的 行

使。［２２］（Ｐ５１－５２）因此，美国法院在给予韩进海运在美

资产临时救济措施时，特别强调享有担保物权的

债权人也不得通过扣押韩进海运船舶等形式实现

其担保 债 权。澳 大 利 亚 联 邦 法 院 采 取 了 相 同 做

法，不允许债权人针对韩进海运在澳资产个别行

使抵押权或留置权。对于 “韩进米兰号”正在使

用、占有 或 该 船 舶 内 的 财 产 （不 包 括 货 物），所

有人或出租人也不得非法占有或取回。根据日本

《承认与协助外国破产程序的法案》第２７条，对

于公司债务人，任何破产程序开始前即已存在的

有担保性质的债权，必须和其他普通债权人一同

参与其后的破产程序。因此，日本法院也未对此

前已扣押的债务人船舶进行例外安排。
虽然 英 国 与 美 国、澳 大 利 亚、日 本 同 为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示范法》的采纳国，并以此为基础

于２００６年通过了 《跨界破产条例》，但基于英美

法系传统上对物权的尊重，英国在采纳 《ＵＮＣＩ－
ＴＲＡＬ示范法》时，对该文本中自动中止机制的

适用 范 围 进 行 了 一 定 限 制。根 据２００６年 英 国

《跨界破产条例》的 规 定，自 动 中 止 的 救 济 并 不

影响享有担保权益的债权人在债务人财产上实现

债权。但根据个案情况，英国法院可以修改或扩

大自动中止的救济范围，以中止享有担保物权的

债权人实现债权，即所谓的额外救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ｅｆ）。本案中，英国法院给予的救济措施并 没

有影响到债权人担保债权的实现。加拿大法院对

于该问题的立场与英国法院类似，对韩进海运在

加境内资产的救济措施并不及于债务人设定了担

保物权的特定资产。
在破产清算程序中，担保债权人针对设定担

保权的资产 一 般 享 有 优 先 受 偿 权。［２３］（Ｐ１０１－１０２）在 跨

界破产中，担保物权的行使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

受自动中止机制的约束，取决于各国法院对于外

国程序协助的程度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对于享

有质权或留置权的担保债权人而言，还可能在债

务人重整程序中受到特殊限制，如特定物的所有

人或出租人不 得 在 债 务 人 使 用 或 占 有 特 定 物 时，
非法予以取回或占有。该限制也体现在我国 《破

产法》第７５条中。②在本案中，美国和澳大利亚

法院的做法更 有 利 于 跨 界 重 整 程 序 实 现 其 目 的，
但在跨界破产清算程序中，担保债权人的实体性

—９３—

①

②

担保债权是英美法系中的概念，大陆法系中与之相应的概念是别除权，指债权人因其债权设有物权担保或享有法定特别优先

权，而在破产程序中就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利。参见王欣新：《破产法》，２９１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７５条规定：在重整期间，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的担保权暂停行使。但是，担保物有损

坏或者价值明显减少的可能，足以危害担保权人权利的，担保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恢复行使担保权。



权利一般应得到尊重。
（三）关于船舶优先权

船 舶 优 先 权 是 海 商 法 上 特 有 的 一 项 权

利［２４］（Ｐ１９３），是指海事请求人依照海商法规定，向

船舶所有人、光船承租人或船舶经营人提出海事

请求，针对产生该海事请求的船舶具有优先受偿

的权利。① 虽然各国海商法普遍承认这项特殊的

海事权利，但各国国内法以及司法实践表明，在

具有船舶 优 先 权 的 海 事 请 求 及 其 受 偿 顺 位 问 题

上，不同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海事跨界

破产程序的承认与救济中，外国破产程序中船舶

优先权的待遇问题，可能对一国是否承认该外国

破产程序产生影响。［２５］

在韩进破产案中，美国新泽西州联邦破产法

院在承认韩国程序为外国主要程序的基础上，对

该程序给予自动中止的救济。由于美国破产法传

统上非常强调对债务人的保护，受自动中止救济

机制的约束，原则上任何债权人均不得对债务人

在美资 产 采 取 个 别 行 动，本 案 中 包 括 船 舶 优 先

权、有担保债权人等均不得以扣押韩进海运船舶

的形式单独行使其权利。［２６］（Ｐ１－４）

与美国法院对船舶优先权的待遇不同，加拿

大法院对本案涉及的船舶优先权问题进行了例外

安排。根据加拿大海商法的规定，不论其请求权

基础如何，加拿大法院承认债权人享有的船舶优

先权，并在加拿大程序中给予该类外国债权人与

本国船舶优先权人同等的优先顺位。［２７］因此，本

案中的外国债权人在韩进海运破产管理人向加拿

大法院提交破产保护申请之前，已经迅速向加拿

大联邦法院申请对停留在加拿大水域内的韩进海

运船舶行使船舶优先权。② 虽然韩进海运破产管

理人在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８日提交加拿大法院的破产

保护申请书 中，明 确 请 求 加 拿 大 法 院 发 布 命 令，

中止正在加拿大进行的一切针对韩进海运及其资

产的程序，但在加拿大法院于１０月３日做出 的

承认裁决中，仍对船舶优先权等问题进行了例外

安排。澳大利亚法院在该问题上的立场与加拿大

法院类 似。在 “泛 洋 海 运 有 限 公 司 破 产 案”中，
澳大利亚法院对于海事跨界破产案件中的船舶优

先权问题进行了明确阐述。③ 法院认为，在海商

法中通过扣押特定船舶以实现对船舶优先权 （如

海运工资、海难救助所产生的优先权、船舶碰撞

所产生的优先权）的担保，是海商法中特有且重

要的机制。因此，澳大利亚法院认为，如果对外

国破产程序的承认与救济将导致船舶优先权人中

止行使其权利，则该救济措施构成对船舶优先权

人权利的损害。对于海事跨界破产中涉及的一些

潜在权利应在个案基础上进行评估，但明确海运

工资债权不受澳大利亚法院承认外国破产程序为

外国主要程序的影响。
如上所述，船舶优先权制度作为海商法中特

有且核心的规则，其在海事跨界破产中被如何对

待是一大难题，这凸显了海商法上的优先权制度

与破产法上的 集 体 性 清 偿 程 序 之 间 的 固 有 矛 盾。
目前，各 国 法 院 针 对 该 问 题 的 司 法 实 践 并 不 一

致。根据我 国 《企 业 破 产 法》第１０９条 的 规 定，
船舶优先权人在破产程序中享有别除权，可优先

受偿。但对同样被视为别除权的船舶留置权和船

舶抵押权在破产程序中的清偿顺位， 《企业破产

法》并没有具体规定。考虑到船舶优先权制度的

创设宗旨，即从促进航运业发展、保障社会公共

利益的法律政策出发，对某些海事债权人予以特

殊的保护，可以对海事跨界破产中的船舶优先权

予以区 别 对 待。［２８］（Ｐ１２）在 本 案 中，根 据 韩 国 的 国

际私法规则，船舶优先权的法律适用原则上为船

旗国法律。④ 但对于方便旗船，韩国法院可能还

—０４—

①

②
③

④

世界各国普遍承认这一项特殊的海事权利，但关于其名称、性质、具体内容却存在分歧。参见郭瑜：《海 商 法 教 程》，２９页，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此处 “停留在加拿大水域内的韩进海运船舶”，具体指 “韩进维也纳号”、“韩进马林号”以及 “韩进斯卡利特号”。

该案的基本案情与韩进海运破产案相似。该案债务人泛洋海运有限公司是韩国航运公司，旗下多艘船舶在世界范围内从事航

运和贸易活动。泛洋海运在韩国进入破产程序后，其外国代表人迅速向澳大利亚法院提交破产保护申请，请求澳大利亚法院禁止其境

内债权人对债务人位于澳境内的船舶进行扣押。Ｓａｎｄｅｅｐ　Ｇｏｐａｌａｎ，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ｕｉｈｏ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ｓｏｌｖｅｎｃｙ　Ｌａｗ：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Ｇａｐ－Ｆｉｌｌｉｎｇ”．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２０１５ （４８）．

Ｓｅｅ　Ａｃｔ　ｏ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Ａｒｔｉｃｌｅ　６０ （１）：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ｕｂ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　ｏ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ｆ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ｉｐ．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ｒｔｇａｇｅ　ｏｎ　ａ　ｓｈｉｐ，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ｌｉｅｎ，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ｎ　ａ　ｓｈｉｐ．



会审查争议的法律关系与船旗国的联系程度。在

本案的韩国重整程序中，对船舶优先权的范围认

定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各国法院在给予韩

国程序的救济措施中，对船舶优先权问题做例外

安排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四、从韩进破产案看中国的跨界破产合作

韩进破产案作为迄今为止最大的航运企业破

产案，引起国内外破产法和海商法学界和业界的

广泛关注，韩进破产管理人申请在多国承认与协

助韩国程序，也在客观上提供了一个检视这些国

家在跨界破产国际合作方面的立法态度及司法实

践的机会。韩进海运集团与中国存在大量业务联

系，其破产影响到韩进集团在中国的运营、大量

在华资产的处置、中国债权人扣押韩进船舶引起

的法律诉讼、数百家中国债权人针对韩进海运的偿

付要求等。但遗憾的是，在本案中，韩国程序任命

的破产管理人既未向中国法院提起承认与协助申

请，韩进海运在中国的公司———韩进中国向中国法

院提起的破产申请也在法院正式受理前撤回，因

此，中国法院并没有机会在该案中与韩国法院进行

跨界破产方面的合作。这起引人注目的航运破产重

整案目前尚未结束，尽管据各方分析重整成功的可

能性并不大，但鉴于上述情况，很有必要在该案背

景下，重新检视中国破产法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关

于跨界破产问题的过去、现状及未来完善。
（一）韩 进 破 产 案 的 遗 憾：基 于 中 国 跨 界 破

产立法与司法现状的思考

韩进海运在 中 国 拥 有 相 对 完 善 的 服 务 体 系，
在中国境内存在大量的资产和经济利益。基于破

产程序本身的特殊性，如果管理人未在短时间内

采取有效行动，债务人的资产即面临被当地债权

人迅速瓜分的风险。由于韩国程序任命的破产管

理人未向中国法院提出破产保护和救济申请，韩

进海运在韩国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债权人在中

国境内的债权基本上采取了 “一船一议”等个别

清偿方式，中国法院以及大部分国内债权人未能

实际参与到韩进破产案的国际合作中，韩进海运

位于中国的大量资产被瓜分，且未纳入债务人正

在韩国法院进行的破产重整程序，这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债务人重整成功的可能性。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本案中的

韩国管理人对于中国破产法近年来的最新发展和

司法合作开放态度缺乏了解和理解，另一方面则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际破产法界对中国跨界破

产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悲观预期。从经济利益层面

考虑，韩进破产管理人似乎有足够理由向中国法

院提起承认与协助申请，但从法律层面看，中国

既未采纳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示范法》，亦没有此前承

认外国破产程序的先例，相关国内法的具体规定

也很缺乏，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导致韩国破产管理

人对是否能够得到中国法院的承认与协助缺乏信

心，因而未能及时采取行动。
中国的破产法立法起步相对较晚，且在很长

时间里并未意识到跨界破产问题的意义。［２９］（Ｐ５８－６７）

１９８６年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有 企 业 破 产 法 （试

行）》没 有 涉 及 跨 界 破 产，２００６年 《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囿于历史原因，仅在第５条

中对跨界破产问题进行了原则性规定，涉及中国

法院承认 与 执 行 已 经 生 效 的 外 国 破 产 裁 决 的 条

件。［３０］（Ｐ１１４－１２６）但总体 上 看，该 条 在 实 践 中 缺 乏 可

操作性，亦 未 涉 及 具 体 的 承 认 与 救 济 措 施 等 问

题。［３１］（Ｐ１８８－１９０）从司法 实 践 看，尽 管 中 国 法 院 开 始

的破产 程 序 已 在 美 国①和 属 不 同 法 域 的 中 国 香

港②等 地 得 到 明 确 承 认 和 协 助［３２］（Ｐ４１－４５），但 中 国

法院在跨界破产合作问题上态度相对保守和不一

致，鲜有涉 及 明 确 承 认 境 外 破 产 程 序 的 判 决③，
尚不存在根据 《企业破产法》第５条正式承认外

国破产程序的案例。

—１４—

①

②

③

２０１４年８月，在浙江省海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的 “尖山光 电 破 产 重 整 案”得 到 美 国 新 泽 西 州 联 邦 破 产 法 院 的 正 式 承 认

与协助，此案涉及债 务 人 位 于 美 国 新 泽 西 州 约１．５亿 元 人 民 币 的 资 产。Ｓｅｅ　Ｉｎ　ｒｅ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Ｔｏｐｏｉｎｔ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Ｃｏ．，Ｃａｓｅ　Ｎｏ．１４－
２４５４９，２０１４．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得到香港高等法院判决的正 式 承 认 与 协 助，香

港债权人被禁止扣 押 债 务 人 位 于 香 港 的 大 量 财 产。关 于 对 本 案 的 分 析 和 评 论，参 见 石 静 霞： 《我 国 破 产 程 序 域 外 效 力 的 实 例 分

析———评香港高等法院对 “广信”破产程序的承认》，载 《政法论坛》，２００２ （３）。

这方面目前能够找到的一个例子是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 法 院２０１４年 做 出 的 一 个 判 决，承 认 在 德 国 法 院 进 行 的 一 个 破 产 程

序。该判决书非常简短，援引的承认依据中未提及破产法，而是依据 《民事诉讼法》做出的裁决。



上述中国跨界破产的立法现状与司法实践明

显无法适应经济日益全球化的特点，特别是对于

已经成为双向投资大国的中国而言，树立跨界破

产国际合 作 的 良 好 形 象 和 声 誉 更 具 有 积 极 意义。
在此背景下，亟须思考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

现有立法框架下进行跨界破产合作的司法实践；二

是如何从立法角度完善中国的跨界破产合作，特别

是其中核心的承认与救济制度。韩进破产案为思考

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与参考。
（二）互惠要求与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

我国 《企业破产法》第５条对跨界破产问题

做了原则性规定，从目前看该条款并未在中国法

院审理跨界破产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作用，尤

其是该条款关于承认与协助外国破产程序中的互

惠要求，常被认为是中国法院拒绝承认外国破产

程序的理由或原因。
根据 《企业破产法》第５条，一项生效的外

国破产裁决如 果 请 求 中 国 法 院 予 以 承 认 和 执 行，
该裁决做出国必须与中国存在跨界破产领域的条

约关系，如果不存在条约基础，则该国必须与中

国存在互惠关系，即条约或互惠要求。目前，中

国尚未参加任何有关跨界破产领域的多边或双边

条约，也 未 采 纳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示 范 法》，因 此，
互惠关系成为决定中国法院是否承认与执行外国

破产程序的核心要素。中国法院在对外国破产程

序的承认问题上，之前倾向于实质互惠，即外国

法院应当存在承认中国破产程序的先例才认定两

国间存在互惠关系，这给中国法院承认外国破产

程序设置了障碍。
从历史来看，互惠原则作为承认与执行外国

法院判决的国际惯例，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并遵

循。［３３］（Ｐ１７３６）但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的日益频繁发

展，各国逐渐意识到国际民商事领域的司法合作

对于跨境民商事活动的重要性，而互惠要求则在

一定程度上给该领域的司法合作设置了障碍。因

此，各国近年来采取措施，对互惠原则予以软化

处理，如对互惠原则附加例外条款等，有些国家

则在逐步取消互惠原则。① 在诸多软化互惠原则

的措施中，推定互惠理论是国际社会对传统互惠

原则予以软化的重要成果。所谓推定互惠，也称

合作的互惠原则，即只要能确定一国没有拒绝承

认 本 国 法 院 判 决 的 先 例，则 可 推 定 存 在 互

惠。［３４］（Ｐ１１６）目前，在 立 法 层 面 明 确 采 纳 推 定 互 惠

理论的国家，包括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

维亚等。未在立法中明确采纳推定互惠理论的国

家，也有通过对互惠原则进行例外情形列举等方

式，对传统的互惠理论予以软化。
推定互惠理论的提出，解决了由传统互惠理

论引发的 “谁先施惠”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突

破了传统互惠原则对一国法院承认外国法院判决

所设置的障碍。［３５］（Ｐ１６０）２０１５年７月，最高人民法

院出台 《关于人民法院为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

司法服务和保障 的 若 干 意 见》，明 确 提 出 “要 在

沿线一些国家尚未与我国缔结司法协助协定的情

况下，根据国际司法合作交流意向、对方国家承

诺将给予我国司法互惠等情况，可以考虑由我国

法院先行给予对方国家当事人司法协助，积极促

成形成互惠关系”。该 意 见 强 调 并 认 可 了 “先 行

施惠”理论，这是推定互惠理论在中国司法协助

合作中得到认可的重要标志。
鉴于上述互惠理论在国际民事诉讼法领域的

最新发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意见中所体现的先

行施惠要求，在构建大国司法、重构中国国际民

事诉讼制度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 《企

业破产法》第５条的互惠要求。随着互惠理论的

发展以及推定互惠理论的提出，该条中的互惠关

系应做推定互惠理解，即如果申请国法院不存在

拒绝承认中国破产程序的先例，就可以推定该国

与中国存在互惠关系。换言之，通过对互惠原则

的灵活解释与适用，在两国间不存在条约基础以

及互惠先例的情况下，中国法院可以通过适用推

定互惠理论，先行施惠，在符合相关考量因素的

前提 下 承 认 外 国 破 产 或 重 整 程 序，突 破 “承 认

难”的司法现状，从而有效推动跨界破产领域的

国际合作。
（三）韩进 破 产 案 与 中 国 跨 界 破 产 承 认 与 救

济制度的构建

囿于条款限制，《企业破产法》第５条并未构

—２４—

① 尽管如此，各国立法与司法坚持互惠原则依旧是主流，尤其是在国家主权林立的局面未根本改变以及各国强化司法主权的背

景下，互惠原则依旧具有存在基础。参见王吉文：《论中国对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互惠原则———以利益衡量方法为工具》，载 《法学

家》，２０１２ （６）。



建跨界破产的法律框架，包括对外国破产程序的

承认与救济制度。该条第２款对中国法院是否承

认外国破产裁决的要件做了规定，未涉及承认后

的救济措施。在韩进破产案中，各国法院对于韩

国重整程序的承认与救济模式存在差异，这一方

面反映了各国破产法的不同理念和价值，另一方

面客 观 上 也 为 中 国 未 来 依 据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示 范

法》和 《欧盟破产程序规则》构建跨界破产的承

认与救济制度提供了有益参考。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债务人和债权

人的经济利益日益跨界化，中国在未来的立法和

司法实践中，凡是涉及是否应对外国破产程序予

以承认和救济的问题，均应在考虑保护中国债权

人利益的同时，具备务实开放的国际视野，树立

必要的司法合作意识。
其次，在具体做法上，可以参考韩进破产案

中各国法院实际给予的承认和救济措施，结合中

国立法的实际情况和客观需求，进行必要的灵活

安排和例外处理。例如，在承认外国破产程序与

给予相应救济的关系问题上，可以借鉴日本和韩

国的做法，考虑分两步走的处理方式。
目前，各国有关跨界破产的国内立法对破产承

认与救济之间的关系存在两种模式，即 “承认即救

济”模式和 “承认与救济两步走”模式，前者主要

以 《美国破产法》第１５章为代表。根据该章规定，
一旦外国破产程序被美国破产法院认定为外国主要

程序，则包括 “自动中止”在内的救济措施将自动

适用于该外国破产程序，对位于美国境内的债务人

资产予以救济和协助。同样是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示范

法》的采纳国，韩国和日本在其跨界破产立法中，
对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

改，采取 “承认与救济两步走”模式，即韩日法院

对外国破产程序的承认并不等于自动给予其救济与

协助。如果外国代表人需要请求韩日法院予以相应

的救济和协助，则须向法院另行提交请求救济的

申请。相较于 “承认即救济”模式，“承认与救济

两步走”模式赋予被请求国法院较大的司法空间；
同时，采取 “承认与救济两步走”模式，意味着

被请求国法院可放宽承认标准，从而在救济环节

予以适度控制。由于目前相对缺乏直接适用第５
条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司法实践，因而中国法院

在跨界破产国际合作中的形象较为保守。如果在

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构建中采纳 “承认与救

济两步走”模式，则有助于中国法院树立友好积

极的跨界破产国际合作形象，且较适合目前法院

在跨界破产方面的司法实践不足、需要谨慎对待

国际合作请求的客观情况。
在中国跨界破产承认与救济制度构建中，还

会涉及一些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如推定互惠关

系的举证责任以及具体救济措施的裁定等。在适

用推定互惠理论时，应由反对承认的一方证明请

求承认国存在拒绝承认被请求承认国破产程序的

情况。在救济措施的裁定方面，出于保护中国债

权人利益的考虑，如果外国管理人需要将位于中

国境内的资 产 转 移 到 境 外，则 可 借 鉴 日 本 模 式，
要求外 国 管 理 人 的 行 为 须 经 中 国 法 院 批 准。此

外，韩进破产案中的救济措施是否包括债务人的

租赁财产、是否影响承认裁定做出前已经采取的

扣押行为、是否允许有担保的债权人继续行使其

担保权、是否对本国法上的一些特别权利 （如船

舶优先权等）给予额外安排和考虑，均对中国法

院未来给予外国破产程序等具体救济措施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五、结语

韩进破产案 作 为 举 世 瞩 目 的 海 事 破 产 案 件，

在很多方面值得关注和研究，对观察目前最新的

跨界破产司法实践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依韩进海

运韩国破产 管 理 人 提 交 的 破 产 保 护 申 请，美 国、
日本、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德国、加拿大

等国对韩进在韩国进行的重整程序予以承认并采

取了相应的救济措施。因此，韩进破产案对被请

求承认国的跨界海事破产法律制度进行了多层次

的检验。令人遗憾的是，韩进海运虽然在中国境

内存在大量资产及其他经济利益，但韩进破产管

理人未 向 中 国 法 院 提 交 破 产 保 护 申 请。即 便 如

此，韩进破产案仍为中国提供了完善和改革国内

相关立 法 和 司 法 实 践 的 宝 贵 契 机。在 此 意 义 上

讲，检视韩进破产案的法律问题对于中国跨界破

产合作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企业破产 法》第５条 是 目 前 国 内 法 中 涉 及

跨界破产的唯一条款，不足以应对越来越多的此

类案件的处理。随着近年来中国企业大量走出去

—３４—



和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需尽快完善跨

界破产 的 相 关 立 法。这 方 面 的 重 要 参 考 首 先 是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示范法》，韩 进 破 产 案 留 下 的 遗 憾

明确提示中国需慎重考虑是否采纳示范法。在立

法得到有效完善前，现行的 《企业破产法》第５
条需要被灵活解释和处理，特别是其中的互惠要

求，不应成为拒绝承认外国破产程序的理由。从

长远看，参照 《ＵＮＣＩＴＲＡＬ示 范 法》和 《欧 盟

破产程序规则》构建中国的跨界破产立法 （包括

其中作为核心制 度 的 承 认 与 救 济 制 度），既 是 韩

进破产案本身带来的重要启示，也是中国回应经

济发展对于跨 界 破 产 制 度 根 本 需 求 的 关 键 任 务，
并将为中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和国际社会的合理预

期提供明确的依据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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